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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探讨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时空耦合规律,揭示农村人地关系转型过程,为岩溶槽谷区农地管

理、生态修复和乡村振兴等提供科学参考。利用岩溶槽谷区典型县印江县农村人口和耕地数据,基于弹性系数模型

等方法,对印江县农村人口与耕地的时空演变特征、耦合关系和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。结果表明:(1)岩溶槽谷区农

村人口和耕地总体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,人均耕地面积出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。(2)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

和耕地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经历了从失调型向协调型的转型过程。1990年之前,岩溶槽谷区村域主要为失调型,以

Ⅰ类和Ⅷ类为主;1990年之后村域主要为协调型,以Ⅳ类和Ⅴ类为主,人地关系趋于协调。(3)根据2000—2016年农

村人口和耕地变化的耦合关系,将岩溶槽谷区村域划分为4个类型,各类型区结合耦合类型特征、自然地理条件和社

会经济发展等因素,科学协调农村人口和耕地的关系。研究结果揭示了近60年来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和耕地时空耦

合关系变化明显,农村人地关系已发生转型,在岩溶槽谷区未来耕地发展方向、土地资源配置和生态修复方面应该顺

应这种转型趋势,促进乡村振兴、构建人地和谐的乡村人地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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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Thispaperistoexplorethespatial-temporalcouplingcharacteristicsbetweentheruralpopulationin
karsttroughvalleyareaanditscultivatedlandarea,andrevealthetransformationprocessofman-landrela-
tionship,soastoprovidescientificreferenceforagriculturallandregulation,ecologicalrestoration,andrural
revitalizationinthisarea.TakingtheclassicalareaYinjiangCountyasanexample,weanalyzedthefeatures
ofthepopulationandfarmlandchangetrendinYinjiang,itsspatial-temporalcouplingrelationshipfeatures
anditsdrivingforcesbehindbymakinguseofthedemographicdataandlanddatainYinjiang,duringwhich
theelasticcoefficientmodelwasemployed.Theresultsshowthat:(1)asawhole,theruralpopulationand
farmlandinthekarsttroughvalleyarea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;thepercapitaarablelandareade-
creasedfirstandthenincreased;(2)thespatiotemporal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theruralpopulation
andfarmlandchangeinthekarsttroughvalleyexperiencedthedynamicsfrombeingunbalancedtobeingbal-
anced;before1990,thevillagesinthekarsttroughvalleysweremainlyunbalanceddevelopment,particular-
lywiththeunbalanceddevelopmenttypeofⅠandⅧ;after1990,thetrendwasabalanceddevelopmenttype,



withthebalanceddevelopmenttypeofⅣandⅤ;theman-landrelationshiptendedtobecoordinated;(3)ac-
cordingtothecouplingrelationshipofpopulationandfarmlandchangeduring2000—2016,thekarsttrough
valleyareawasdividedintofourtypes;eachtypescientificallycoordina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rural
populationandfarmlandbycombiningfactorssuchasthecharacteristicsofcouplingtypes,naturalgeograph-
icalconditionsand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.Theseresultsrevealsignificantchangesofspatiotempo-
ral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ruralpopulationandfarmlandinthekarsttroughvalleyareainthepast
nearly60years.Thetransitionoftheman-landrelationshipinruralareashasbeencomeintobeing.Withthe
aboveresults,itishighlysuggestedthatthefarmlandplanning,thelandresourcesdistributionandtheeco-
logicalrestorationinthefutureshouldfollowthistrendinthekarsttroughvalleyarea,sothattheruralrevi-
talizationandaharmoniousman-landrelationshipcouldbeachieved.
Keywords:changeoffarmland;populationchange;temporalandspatialcouplingrelationship;karsttroughvalley

  耕地和人口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要素,也是农村

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内容[1]。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城

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,农村人口在城乡间可比较

自由的迁移。然而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的颁行,我国进入了

城乡分割“二元结构”时期。直到1978年,随着家庭

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,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。

1984年《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》
的颁布,意味着农村人口落户城镇的合法权益重新得

到确立[2]。至此,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和允许农

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的背景下,大量的农村人口逐渐

向城镇转移。1949—2016年,农村人口从占全国总

人口的89.4%下降到2016年的42.7%,这代表着中

国几千年以来的城乡人口结构被彻底撼动[3]。据国

家统计局的资料,在人口非农化的同时,我国耕地面

积在1978—1980年达到高峰后,由于城镇建设、生态

建设等因素造成耕地减少[4]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

会的转型时期,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会带来耕地和

农村人口的剧烈变化,也会导致农村的人地关系发生重

大变化[2]。在这个过程中,农村人口和耕地的变化理应

具有一定的耦合关系,尤其在区域耕地减少的同时,人
口能否随之变化,促进人口与耕地比例的适应性调

节,是保障农村地域系统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[1]。
近年来,学者对耕地与农村人口的研究已取得丰

硕成果。相关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耕地和农村人

口的单要素研究,如耕地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[5]、耕
地时空格局演变[6]、耕地功能及演变[7]、耕地生态服

务功能[8]、耕地转型[9-10]、耕地集约利用[11]、耕地模拟

预测[12]、耕地利用边际化等[13]方面。对于农村人口

的研究,主要在人口的演变[14]、农村劳动力迁移[15]、
农村人口的过疏化与空心化[16]、人口非农化及社会

作用等[17]方面。在农村人口与耕地研究方面,探讨

了人口非农化和人口迁移对土地规模经营、农村土地

利用方式的影响[18],人口—耕地生产系统及两者相

关性的研究[19],也有利用弹性系数分析耕地和农业

劳动力的耦合关系[1]。总体而言,当前关于全国尺度

和特定阶段的耕地和农村人口的分布、演变、机制和

效应的剖析取得明显进展。但我国幅员辽阔,自然条

件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,耕地和

农村人口的变化也有其内部的差异性,研究尺度有待

于进一步从省域、县域向村域尺度深入,更能反映和

解释区域内部微尺度的变化[20]。
特别是在生态脆弱和经济欠发达区,自1990年

以来农村人口的快速外迁,耕地面积的波动下降,使
得农村人地关系矛盾有所缓和,揭示农村人口与耕地

的变化特征有助于甄别生态脆弱和欠发达地区的农

村地域系统农业生产要素变动的协调性。鉴于此,本
文选取生态脆弱的西南岩溶槽谷区、武陵山区集中连

片特殊贫困县之一的印江县为研究对象,利用该区域

1958年、1973年、1990年、2000年和2016年5期耕

地和农村人口数据,以村域为研究单元,通过构建农

村人口与耕地变化时空耦合模型,揭示近60年来岩

溶槽谷区农村人口和耕地变化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

驱动机制,从而掌握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和耕地资源

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,揭示其农村人地关系转

型过程,为岩溶槽谷区土地管理、生态修复和乡村振

兴等提供科学参考。

1 研究区概况

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,
位于东经108°17'52″—108°48'18″,北纬27°35'19″—28°20'
32″,处于贵州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黔东北凹陷地带,
总面积1968.06km2[21]。印江县属西南岩溶槽谷区,按
出露岩性和高程将全县分为4种地貌类型[22],其中槽谷

区占全县总面积的48.39%。两条大型槽谷朗溪槽谷和

枫香溪槽谷分布位于县内中南部和西部。本区属亚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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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,年平均气温16.8℃,年降雨量在

1100mm左右,生物资源丰富,雨热同期有利于农作物

生长和牧渔业发展。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和梵净山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部分区域位于印江县境内。印江

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,武陵山区集中连片

特殊贫困县;2016年印江县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

能区。现辖14个乡镇、3个街道。2016年末耕地面

积为34209.69hm2;户籍人口45.22万人;常住人口

28.58万人,其中农村常住人口21.81万人,农村常住

人口密度为111人/km2。

2 研究数据及方法

2.1 数据来源与处理

耕地数据基于地形图、卫星影像和遥感影像数

据,其中1958年数据参照1∶50000的地形图,1973
年数据采用LandsatMSS影像(分辨率60m),1990
年、2000年和2016年数据采用LandsatTM影像(分辨

率30m)并选取近红外、红光与绿光波段及逆行标准假

彩色合成为数据源,利用Arcmap平台,进行目视解译,
结合实地调查,从而得到研究区1958—2016年5个时段

的耕地利用矢量数据。通过野外实地调查验证,数据解

译精度达到87%以上,符合耕地分析的需要。
农村人口数据基于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两

个方面。农村人口测度通常有按照户籍人口划分的

农业户 籍 人 口 与 按 照 居 住 地 划 分 的 农 村 常 住 人

口[23],在探讨农村人地关系的过程中,农村常住人口

更能准确反映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,因此本文中的农

村人口特指农村常住人口。1958年、1973年农村人

口数据来源于《贵州六十年1949—2009》,并利用印

江县第三次人口普查分村数据进行插值;1990年、

2000年农村人口数据来源于印江县第四次、第五次

人口普查数据;2016年农村人口数据来源于《印江统

计年鉴(2016)》。因为研究时间跨度较大、印江县行

政区划有所调整,研究区村级行政单元以当前印江县

的村行政单元为准共351个研究村,对已变更的行政

村农村人口数据做相应调整。因没有梵净山国家级

自然保护区相关数据,最终获得347个研究村的农村

人口和耕地基础数据,基于ArcGIS软件平台建立空

间分析数据库,以分析农村人口和耕地的变化率和空

间耦合特征。

2.2 研究方法

2.2.1 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测算 考虑到户籍身份

的城乡差异正在弱化[24],为准确反映农村人地关系

的变化过程,采用农村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农村人口变

化分析。耕地数量变化进行耕地变化分析。通常采

用绝对变化、相对变化、年均变化等总量及比率指标

反映数量变化的增减趋势。考虑到本研究涉及时间

跨度长、各研究时段的年限有所差异,采用一定时期

内的 农 村 人 口 年 均 变 化 率 (Population Annual
Rate)、耕地年均变化率(FarmlandAnnualRate)[24]

和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年均变化率(PerCapitaArable
LandAnnualRate)测算农村人口变化和耕地变化情

况,公式如下:

PARit=(
t
P(1+t)i

P1i
-1)×100% (1)

FARit=(
t
F(1+t)i

F1i
-1)×100% (2)

PCALARit=(
t
PCAL(1+t)i
PCAL1i

-1)×100% (3)

式中:PARit,FARit,PCALit分别代表第i个研究单

元t年内农村人口年均变化率、耕地年均变化率和人

均耕地年均变化率;P1i,P(1+t)i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

末期第i个研究单元的农村人口数量;F1i,F(1+t)i分别

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i个研究单元的耕地数量;

PCAL1i,PCAL(1+t)i分别代表研究初期和末期第i个研

究单元的农村人口人均耕地数量。

2.2.2 农村人口变化与耕地变化耦合关系测算 农

村人口与耕地变化弹性系数模型。弹性系数是一定

时期内两个相互联系的指标变化速度的比率,它是衡

量一个指标的变动幅度对另一个指标变动幅度的依

存关系[1]。本文基于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弹性系数

模型,通过分析农村人口、耕地面积变化的方向和相

对速度,揭示农村人口和耕地变化的时空耦合特征。
借鉴 劳 耕 弹 性 指 数[1]、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弹 性 系

数[23-24],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弹性系数(Population-
FarmlandElasticCoefficient,PFEC)可定义为一定

时期内 农 村 人 口 变 化 率 与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 的 比

值[25],公式如下:

PFECit=
PARit

FATit
(4)

式中:PFECit为第i个研究单元t年内农村人口与耕

地变化弹性系数。
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类型划分。在现有农

业生产力水平下,加快农村人口转移和促进土地适度

规模经营,有助于增加人均耕地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、
有助于缓减生态脆弱区的人地关系,这个农村人口与

耕地变化过程称之为协调型;反之为失调型。根据

PAR与FAR的增减变化、PFEC系数系数和PCAL
增减状况,将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耦合关系划分为

8种类型(表1)。其中,Ⅶ、Ⅷ虽同为人增地减失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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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,但是Ⅶ中PAR的绝对值小于FAR的绝对值,Ⅷ
中PAR的绝对值大于FAR的绝对值;同理Ⅲ、Ⅳ亦

如此。举例说明:如果PFEC值位于Ⅰ区,则PAR,

FAR同时为正,且PAR大于FAR,即农村人口和耕

地都在增长,但人口的增长速度更快,为人均耕地减

少的失调型区域。若PFEC值位于Ⅳ区,则PAR减

少FAR增加,且PAR减少的速度更快,为人均耕地

增加的协调型区域。其余类型以此类推。
表1 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类型划分依据

耦合类型 PAR FAR PFEC
Ⅰ人地同增失调型 + + [1,+∞)

Ⅱ人地同增协调型 + + [0,1)

Ⅲ人减地增协调型 - + [-1,0)

Ⅳ人减地增协调型 - + (-∞,-1)

Ⅴ人地同减协调型 - - [1,+∞)

Ⅵ人地同减失调型 - - [0,1)

Ⅶ人增地减失调型 + - [-1,0)

Ⅷ人增地减失调型 + - (-∞,-1)

2.2.3 热点分析 利用Arcmap聚类分析中的热点

分析工具,使用Getid-OrdGi统计识别具有统计显

著性的热点和冷点。本文通过一定时期内农村人口

年均变化率、耕地年均变化率、人均耕地年均变化率

为分析变量,参照王萌萌[22]、李阳兵[26]、赵宇鸾[27]等

的冷热点划分方法数据,通过计算空间关联指数,并
采用自然断点法对其统计并划分区间,划热点、次热

点、次冷点、冷点区。

3 结果与分析

3.1 农村人口变化的时空特征

农村人口变化的时序特征。从图1可知,印江县

农村人口时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。1958—1990年

为增长期(年均增长1.42%,年均增加0.31万人)。
农村人口在1990年达到顶峰后进入下降期,其中

1990—2000年为低速下降期(年均减幅0.65%,年均

减少0.22万人),2000—2016年为快速下降期(年均

减幅2.11%,年均减少0.68万人)。

图1 1958-2016年印江县农村人口数量变化

农村人口变化的空间特征。从图2可知,1990
年前印江县各村人口以增长型为主,快速增长区主要

以点状分布于峨岭街道、龙津街道、缠溪镇、板溪镇、
木黄镇、紫薇镇的镇政府所在的村。中速增长区广泛

分布 于 全 县。低 速 增 长 区 呈 条 带 分 布 于 中 部。

1990—2000年,快速增长区主要在以县城为中心的

峨岭街道呈面状分布;中速增长区集中在龙津街道,
低速增长区集中在缠溪镇和洋溪镇。其余为人口减

少区。2000—2016年,仅峨岭街道的村人口增长;北
部和东南部人口中速减少,其余地区人口年均降幅均

大于2%,尤其是天堂镇、板溪镇和中兴街道的村人

口减少最快,全县进入人口快速减少阶段。

3.2 耕地变化的时空特征

耕地变化的时序特征。从图3可知,1958—2016
年印江县耕地面积呈现出先迅速增长后缓慢减少的

趋势。在“以粮为纲”、开垦荒地等政策的影响下,

1990年之前耕地迅速增长(年均增长0.24%,年均增

加85.88hm2),1990—2000年为缓慢增长期(年均增长

0.05%,年均增加20.97hm2)。之后,由于国家退耕还林

等生态建设的实施、建设用地的增加、人口外出耕地撂

荒等原因,耕地在2000年到达拐点后开始下降。2000—

2016年耕地年均减幅0.68%,年均减少262.23hm2。
耕地变化的空间特征。从图4可知,1990年前

有3个区域耕地增长明显。快速增长区位于北部、西
部的刀坝镇、天堂镇、沙坡子镇、板溪镇的村,中速增

长区位于中东部合水镇、木黄镇,低速增长区位于南

部杨柳镇、洋溪镇的村。耕地减少区以低山河谷区和

梵净山中山区为主,主要分布于中南部的罗场乡、缠
溪镇,东南部的紫薇镇的村。1990年后分为两个时

段,1990—2000年快速增长区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

部,点状分布于西部的村域;耕地减少区在各乡镇均

有分布。2000—2016年,耕地增长区主要集中于中

东部区的村域;耕地减少区分布于西北部、中部和南

部的村域,其中快速减少区主要分布于以县城为中心

的峨岭街道和中兴街道的村。

3.3 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变化的时空特征

人均耕地变化的时序特征。1958—2016年印江县

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态势。

1990年以前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,从1958
年的0.162hm2/人下降到1990年的0.112hm2/人,年均

降幅达1.17%。1990年以后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呈

增长趋势,其中2000—2016年增幅较大,年均增长

1.82%,到2016年上升至0.157hm2/人。
人均耕地变化的空间特征。从图5可知,1958—

1973年人均耕地快速增长区主要分布于北部、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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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沙子坡镇、天堂镇、板溪镇的村。快速减少区主要

分布于中南部缠溪镇、罗场乡,东南部紫薇镇的村域。

1973—1990年全县以减少区为主,仅沙子坡镇、中兴

街道、木黄镇、合水镇的部分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。

1990—2000年全县68.6%的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,
其中快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南部洋溪镇、中南部新寨

镇,北部的杉树镇、刀坝镇的村域;仅12.5%的村人均

耕地快速减少,主要分布在县城中心的峨岭街道、龙
津街道、以及罗场乡、杨柳镇的部分村。2000—2016
年进入人均耕地全面增长阶段,全县68.9%的村为快

速增长区,在全县均有分布;仅4.2%的村为快速减少

区,零星分布于全县。

图2 1958-2016印江县年农村人口年均变化率及其热点区时空格局

图3 1958-2016年印江县耕地和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变化

3.4 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耦合关系

3.4.1 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时空耦合特征 农村

人口与耕地变化的时序耦合特征。1958—2016年印

江县全县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类型由失调型向

协调型转变。印江县1958—1973年与1973—1990
年两个时段,均为人地同增失调型。1990年之后发

生转变,1990—2000年为人减地增协调型,2000—
2016年是人地同减协调型。

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空间耦合特征。从表2
可知,印江县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类型的空间分

布和村域数量比重。1958—1973年,以失调型村域

为主,占全县村域总数的68.37%,数量由高到低分别

是Ⅰ类>Ⅶ类>Ⅷ类。其中Ⅰ类主要集中在中部朗

溪镇、合水镇,南部杨柳镇、洋溪镇及东北部木黄镇的

村。Ⅶ类分布在县城周边的峨岭街道、龙津街道,中
南部的罗场乡、缠溪镇,东部的紫薇镇及木黄镇南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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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。Ⅷ类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杉树镇、中部的朗溪镇、
合水镇和罗场乡。协调型村域仅为Ⅱ类型,占全县村

域总数的30.49%,主要集中在北部沙子坡镇、刀坝

镇、天堂镇和中部板溪镇。1973—1990年,仍以失调

型村 域 为 主,村 域 数 量 增 加,占 全 县 村 域 总 数 的

80.05%,数量从高到低分别是Ⅷ类>Ⅰ类>Ⅶ类>
Ⅵ类。其中Ⅷ类增幅较快,较上一期增长2.67倍且

全县均有分布,Ⅰ类和Ⅶ类数量减少。协调型仍以Ⅱ
类为主,数量较上一期减少,占全县村域总数减少至

18.81%,主要 呈 条 带 状 分 布 于 西 北 部 和 中 东 部。

1990—2000年,以协调型村域为主,占全县村域总数

的68.67%,涵盖了4种协调类型,数量从多到少依

次为Ⅴ类>Ⅳ类>Ⅲ类>Ⅱ类。其中Ⅴ类主要在除

南部以外的地区;Ⅳ类主要分布于西部沙子坡镇、
中部朗溪镇、东部紫薇镇、罗场乡3个条带;Ⅲ类主要

分布在板溪镇、新寨镇和紫薇镇的村。这一时期,失
调型的区域减幅较大,占全县村域总数比重缩减至

30.19%,4种失调型均有分布。其中Ⅵ类数量最多,
主要分布于东部的木黄镇,中部的合水镇、朗溪镇、罗
场乡,南部的杨柳镇。2000—2016年,以协调型村域

为主,占全县村域总数的88.89%,数量从多到少依次

是Ⅴ类>Ⅳ类>Ⅲ类,其中Ⅴ类在全县均有分布,Ⅳ
类主要分布于中东部合水镇、木黄镇、紫薇镇,北部的

板溪镇、天堂镇,南部的杨柳镇、洋溪镇。失调型仅占

全县9.97%,为Ⅵ类主要以点状分布于峨岭街道、朗
溪镇、中兴镇、沙子坡镇的个别村。

图4 1958-2016年印江县耕地面积年均变化率及热点区时空格局

3.4.2 槽谷区与非槽谷区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时

空耦合对比 以地貌和行政村边界叠加划分印江

县槽谷区和非槽谷区村域[28]。根据印江县地貌类

型分区,将丘陵谷地区、低山河谷区和梵净山中山区

村域合称为非槽谷区村,统计得出槽谷区村域共163

个村,占全县村域总数的47.44%,非槽谷区村域共

188个村,占全县村域总数53.56%。从图6可知,槽
谷区和非槽谷区村域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耦合

趋势基本一致。但是每种耦合类型在槽谷区和非槽

谷区中所占比重有所差异。1958—1973年、1990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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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、2000—2016年3个时段内,槽谷区失调型村

域数量所占槽谷区村域总数的比重高于非槽谷区失

调型村域数量所占非槽谷区村域总数的比重,而协调

型耦合类型的数量比重则相反。以2000—2016年为

例,槽谷区协调型村域数量占槽谷区村域总数的

86.50%,而非槽谷区协调型村域数量占非槽谷区村

域总数的92.93%,表明非槽谷区人地和谐程度要好

于槽谷区。

图5 1958-2016年印江县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年均变化率及热点区时空格局

表2 1958-2016年印江县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耦合类型

人口与耕地耦合关系
村行政单元/个

1958—1973年 1973—1990年 1990—2000年 2000—2016年

所占印江县村域数量的比重/%

1958—1973年 1973—1990年 1990—2000年 2000—2016年

人地同增协调型(Ⅱ) 107 65 15 0 30.49 18.53 4.28 0
人减地增协调型(Ⅲ) 0 1 59 18 0 0.28 16.81 5.13

协调型 人减地增协调型(Ⅳ) 0 0 74 77 0 0 21.08 21.94
人地同减协调型(Ⅴ) 0 0 93 217 0 0 26.50 61.82

小计 107 66 241 312 30.49 18.81 68.67 88.89
人地同增失调型(Ⅰ) 103 82 27 0 29.34 23.36 7.69 0
人地同减失调型(Ⅵ) 0 1 54 34 0 0.28 15.38 9.69

失调型 人增地减失调型(Ⅶ) 76 36 11 1 21.65 10.26 3.13 0.28
人增地减失调型(Ⅷ) 61 162 14 0 17.38 46.15 3.99 0

小计 240 281 106 35 68.37 80.05 30.19 9.97
无数据 4 4 4 4 1.14 1.14 1.14 1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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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 1958-2016年印江县槽谷区、非槽谷区耕地与农村人口变化的耦合类型村域数量比例

3.5 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耦合关系的驱动因素

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耦合关系受

到自然、人文、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[28]。自然因素方

面,受地形坡度、地形起伏度、离河流远近的水源条

件、洪水等自然灾害方面的影响。人文和政策因素方

面,1958年由于大跃进,印江县修建1000多座炼铁

炉大炼钢铁导致生态破坏[29]。同年,印江县成立45
个人民公社,99%的农户加入人民公社,印江县农村

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几乎固定于乡村地域,对土地的依

赖性强。1968—1973年印江县经历了建国后的人口

生育高峰期,人口年增长率高达到30.22‰[29],是印

江县的人口膨胀期,这段时间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,
对粮食的需求提高,导致耕地扩张。1979年国务院

《政府工作报告》要求开垦荒地、以增加耕地面积。在

大量开垦荒地和坡耕地的背景下,1979年印江县森

林覆盖率降至15.6%[29],为建国以来的最低点,生态

破坏严重。1984年后,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

实施和《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》
的颁布,至此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和允许落户城

镇的背景下,大量的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[2]。特

别是1990年贵州省开始有组织的向外输出农村剩余

劳动力以来,印江县农村人口开始呈下降趋势。1999
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印江县经济有所

增长,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小,不再需要扩大

耕地面积来提高粮食产量,耕地压力减弱[22]。
进入2000年以来,国家政策开始向恢复生态倾

斜。2000年印江县作为贵州省试点开始实施退耕还

林工程,2004年取消农业税,2005年印江县作为贵州

省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试点县推进生态修复

工作,坡耕地逐渐收缩。随着生态修复工程导致的坡

耕地面积减少及农地边际化,劳动力成本上涨,当地

农业劳动力逐渐减少。2009年贵州省实现基本普及

九年义务教育、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“两基”目标,
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进一步增加。2010年

贵州省工业强省战略,城镇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,耕
地进一步减少。2014年以来贵州省实施精准扶贫政

策,2016年印江县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,生态

移民搬迁、易地搬迁后导致农村人口大量外迁,一方

面边远耕地撂荒之后转为林灌地,另一方面集中连片

的林果地增加,耕地发生转型。国家和贵州省的土地

利用政策、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及城镇化、
工业化过程影响人口和耕地变化,最终驱动农村人口

和耕地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发生转变,人地关系矛盾

逐渐缓和,农村人口和耕地变化的耦合关系逐渐由失

调型向协调型转变。

4 讨 论

4.1 农村人口与耕地已发生转型

本研 究 结 果 与 冯 应 斌[30]、杨 军 昌[31]、史 小 祺

等[32]对近年来中国西南和贵州省农村人口、耕地时

空演变的研究结论相似,结果都表明了贵州省岩溶

地区农村人口与耕地利用已经发生转型。但本文基

于长时间序列的农村人口和耕地数据,定量分析岩

溶槽谷区农村人口和耕地时空变化过程,更加具体

的反映了该区域转型的特征。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

转型出现在1990年贵州省有组织、有规模外出务工

活动之后;而耕地转型则比农村人口转型晚,转型出

现在2000年贵州省进行城镇化建设、开展退耕还林、
石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之后;农村人口人均耕地

面积转型时间在1990年以后,这个时间早于戈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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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[33]判断的西南地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转型时间。
一方面由于1990年之后贵州省岩溶地区农村规模性

外出人口增加,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国家实施坡改

梯工程等综合作用的结果。所以,基于长时序乡村地

域的研究更能细致地刻画某一特定区域农村人口和

耕地的变化,研究结果更能针对性的指导具体区域的

乡村发展。

4.2 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关系演变的生态意义

综合应用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弹性系数、人均耕

地面积等参数探讨1958—2016年印江县耕地与农村

人口变化的耦合关系。村域尺度上1990年前以失调

型耦合关系为主,且在1973—1990年失调型耦合数

量比1958—1973年增加。表明这一时期岩溶槽谷区

农村人地关系趋于不协调、人地关系矛盾突出,尤其

是1973年后人地关系矛盾进一步加剧。1990年后

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的耦合模式呈现多样化并存格

局。1990—2000年涵盖了全部8种农村人口与耕地

变化的耦合模式,表明在这一阶段岩溶槽谷区农村人

口与耕地变化耦合关系最为复杂。2000年后,由于

人口从农村大量流出,到2000—2016年农村人口与

耕地变化类型以协调型耦合模式为主,表明岩溶槽谷

地区农村人地关系趋于协调、人地关系矛盾减缓。农

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关系的演变,通过在不同研究

阶段协调型和失调型村域数量的增减关系,间接地反

映了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地关系正在发生转型,这与李

阳兵等对贵州省典型岩溶地区土地、聚落和石漠化的

研究得出岩溶山区农村人地关系正在发生转型的结

论一致[26,34]。岩溶槽谷区人地关系转变,对构建和

谐人地关系和石漠化治理等岩溶区生态建设也将会

产生积极意义[35]。

4.3 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类型分区与调控

通过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模式的界定,探讨

耦合特征及其差异,为优化调控农村人口与耕地关系

提供依据,对岩溶槽谷区县域的乡村振兴、优化国土

空间具有重要意义。根据印江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

区的基本特点,2000—2016年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

耦合模式分区,探讨优化调控农村人口与耕地关系的

基本导向。2000—2016年农村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

类型以增长型为主,Ⅴ类区耕地减少的同时,人口的

转移更快,这类区域分为两个部分,在槽谷区的坡地

加强生态修复,陡坡耕地自然恢复,高海拔地区发展

生态畜牧业。在坝地及河谷地区,推进土地流转,实
现土地规模经营[36]。Ⅳ类区耕地增加,但人口快速

转移,在河谷地区,积极推进土地流转,实现耕地规模

经营,发展集约农业;在陡坡耕地区合理休耕,发展高

效农业[37]。Ⅲ类区人减地增协调型耕地增加,人口

转移但转移速度小于耕地增加速度,主要在河谷地

区,积极推进土地流转,实现耕地规模经营,发展高效

农业。Ⅵ类区人口转移的同时耕地迅速减少,在县城

周边地区严格控制耕地流失,发展城郊农业。

5 结 论

(1)近60a间,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和耕地总体

呈现先增长后减少态势,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则先

减少后增加。农村人口在1958—1990年呈增长趋

势,1990年后先缓慢下降,到2000年后快速下降。
耕地变化经历了1958—1990年迅速增长、1990—

2000年缓慢增长和2000年以后快速下降过程。农

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从1958年的0.162hm2/人下

降到1990年的0.112hm2/人,之后上升至2016年的

0.157hm2/人。农村人口、耕地、人均耕地面积的村

域空间变化各时期差异明显,存在空间自相关特征。
(2)近60a间,岩溶槽谷区农村人口与耕地的时

空耦合关系经历了从失调型向协调型的变化过程。
县域尺度上印江县1958—1973年与1973—1990年

两个时段,均为人地同增失调型。1990年之后发生

转变,1990—2000年为人减地增协调型,2000—2016年

是人地同减协调型。村域尺度上1990年之前,岩溶槽谷

区村域以失调型为主,主要是Ⅰ类和Ⅷ类。1990年之后

以协调型为主,主要是Ⅳ类和Ⅴ类,人地关系趋于协调。
整体上非槽谷区的协调型村域比重要高于槽谷区。农

村人口与耕地的时空耦合关系受到复合因素的作用,
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、人口的外迁和国家政策的转

变促进了耦合关系向协调型演变。
(3)选取耕地面积变化率、农村人口变化率、农

村人口与耕地变化弹性系数、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等指

标,对岩溶槽谷区村域进行分区。各类型区结合农村

人口与耕地变化耦合类型特征、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

经济发展等因素,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态修复模

式,科学协调人耕关系,促进乡村振兴、构建人地和谐

的乡村人地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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